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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工厂民族志研究，则给我们研究阶级问题提供了整体史启发。生产方式理论是唯物史

观之要义，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整体史意义，有利于破除以往关于社会历史 “再结构化”的教条，重新解释作为

历史整体的 “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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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阶级的看法，大致是将其分别界定在几个层面———作为生产关系的阶级剥削关系、作为政治形

态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意识、作为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分层。大家习惯于在哲学、政

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内各自为战。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民族志书写和马克思

主义新社会史关于阶级实践的研究，呈现了阶级的整体视野，表现出了某种社会理论的想象力。本文在综合

诸种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反思 “阶级斗争史观”的局限性，试图在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层面提炼出阶级理

论的整体史意义。

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阶级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似乎构成了一条理论线路，对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理论有所发展，也试图清理教条化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彰显了阶级理论的整体观，这其中主要是卢卡

奇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

卢卡奇从 “具体的总体”范畴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在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

中，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 （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一个这一类社会的本质使然，社会

结构分为等级、阶层等，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的客观经济结构中，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

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阶级的胜利意味着等级制的取消，只有资产阶级的统治才使社会划分为纯粹的独一

无二的阶级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成为可能。”①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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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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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对分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故卢卡奇说，

“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①

哈贝马斯虽然没有直接探讨阶级问题，但他在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工作中，重新考察了生产

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等概念，运用人种志素材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社会一体化概念，认为：“阶级社会是在某种政治秩序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社会一

体化不再需要通过亲族系统来继续，它可以由国家来接任。”②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阶级社会，应该特指政

治、经济、文化 “场域”高度分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

标榜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吉登斯，以阶级为线索，将人类社会大致区分为帝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

级社会 （即晚期资本主义），在所谓的 “帝国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政治边界与经济边界、政治制度与经济

制度之间缺乏恰当区分的现象”。③ 而阶级分化社会，虽然 “存在着阶级，但阶级分析并不构成识别这一社会

组织的基本结构性原则的基础”。④ 在吉登斯看来，１９世纪英法资本主义仍然是阶级分化社会，而不是政治、
经济充分独立的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工业中的阶级斗争”和 “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形成

了分化，⑤ 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吉登斯反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

但他们的理论探讨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在此，有必要 “重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论述集中体现在 《资本论》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说：“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

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马克思还是从生产方式理论进一步分析这种阶级结构产生的根源，“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裂分，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

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

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

权形式”。⑥ 从生产方式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阶级结构，也就

是解释工人阶级产生的根源。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也联系工业革命，分析工人阶级产生的过

程，“新的工业能够获得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

劳动者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

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⑦

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归结为阶级冲突模式，“对于马克思而言，阶级是一个在生

产过程中有着特殊功能的社会群体。地主、资本家和除了双手便一无所有的工人是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分

别对应着古典经济学中的三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些阶级的不同功能使他们的利益相互矛盾，

从而导致他们易于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因此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历史”。⑧ 彼得·伯克引述其他学者

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评，说是马克思阶级冲突模式简单化了，相对忽视了每个阶级内部的群体分化；此外，

阶级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经济与政治的高度分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以现代工人阶级运动

为典型代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所出现的分离，是资本主义 ‘经济’领域和 ‘政治’领域分化之非常直接

的实践表示。”⑨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未经分化，阶级意识或阶级内部的群体认同尚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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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 ３２１页。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６２页。

④⑤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５、１１０、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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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１页。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７１页。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 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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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如果用阶级冲突模式去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可能存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苏联历史学

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对法国 １７世纪早期的民众起义的研究，强调地主和佃户、雇主和雇工、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并把起义描述为怀有明确目的的人们，要去推翻统治阶级并结束压迫他们的 “封建”

制度。彼得·伯克引用法国历史学家的批评，总结道：“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意见，这些起义是为了反抗中央

政府增加赋税，它们所反映的是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在地方这一层

次上，这些反抗显示的是普通百姓与贵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冲突。”① 因此，阶级冲突理论模式

的应用是有历史条件的，且需要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在社会结构层次

上的不同。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还被归结到 “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窠臼。英国思想家特里·伊格尔

顿针对所谓 “经济决定论”的非难，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了辩护。他归纳了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一

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为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

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② 伊格尔顿辩解

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产生限制。所谓的 ‘决

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 ‘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者社会观念。”③ 也

正因如此，阶级绝非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概括的，“阶级不仅是一种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社会构造和一种团

体。无论是习俗、传统、社会机构，还是价值观和思维习惯，都可以成为阶级的一部分。阶级同时也是一种

政治现象”。④ 这就提醒我们，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本来就是一个本体论层次上的整体性概念，尽管资本主义社

会出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结构分化，但阶级概念的整体性意义仍然适用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而言，前资本主

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可能是不自觉的，其阶级结构反倒是多样性的；或者说，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国农民，像

“一麻袋马铃薯”，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状态，

可以由此得到启发，必须在总体的社会历史结构和行程中来研究阶级问题。或者可以说，阶级问题本身

并不构成问题意识，而是通过阶级研究透察社会结构 （非阶层结构意义上的）的内在逻辑。

二、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解释之间

整体性的阶级分析，既是政治经济分析，也是文化解释。阶级问题的文化史研究和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

的民族志，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典的研究，但是如何将这两个脉络整合起来，还需要更多的反思。

罗伯特·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经典之作 《屠猫记》，运用象征人类学手法，对 １８世纪法国巴黎印刷工人的
一场屠猫事件做如此分析：“这些工人操弄仪式也是左右逢源。他们利用猫一举兜拢猎巫、节庆、闹新婚、戏

仿审判和黄色笑话。然后，他们以默剧的形态重演整个事件。”“这些工人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态的边

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他们玩两面手法，使用的象征既能隐藏丰富的意义，又

足以愚弄资产阶级而不会让他有借口炒他们鱿鱼。”“这个玩笑必须节制，不能逾矩；规矩所在意味着旧制

度下工人阶级的强悍有其限度。印刷工人认同的是他们的行业，而不是他们的阶级。他们虽然组织协会、

策动罢工，有时候还抬高工资，却仍然一贯屈服于资产阶级……因此一直到 １９ 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
他们的抗议大体上保留在象征的层次。”⑤ 仅仅因为印刷工人使用了象征手法通过屠猫事件进行抗争，就采

用象征分析方法，这在方法论上可能也有形式主义之嫌，因为，工人抗争的实践逻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政

治经济脉络。

政治学家詹姆斯·Ｃ 斯科特在马来西亚一个叫赛达卡的村庄发现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 “农民与试

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实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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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 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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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

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斯科特还引用马克·布洛赫关于法国农

村史的研究，指出：“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

等的所有权”。① 斯科特首先强调农民日常反抗的政治经济学，在于对所有权的维护。

当然，他在关注反抗实践的同时，还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这涉及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支配问

题，他将其归结为 “经济力量的委婉化”或 “财产关系的委婉化”。在斯科特看来，“物质基础的变迁及

其在阶级关系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在既定的规范化环境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他跳出村庄田野经

验，从一个更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分析赛达卡农民的意识形态困境，“即他们的经济行为日益建立在新的市

场机会的逻辑上，而同时他们的社会权威依然建立在传统的支配形式上。因而，他们面临着转向更为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典性意识形态矛盾。在新的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财富的社会性使用随之减

少，进而有产阶级的社会权威就相应地衰落。此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巫统结盟的大农场主

和地主丧失了他们对于穷人的社会控制”。② 可以看出，斯科特作为政治学家，他在研究农民的日常反抗及

村庄意识形态斗争的田野观察基础上，还是将政治经济控制和意识形态支配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避免

了象征主义的形式化解释。

人类学领域关于阶级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民族志实践，这一学派已经将政治经济

分析和文化解释融合起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也借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阶级问题，不过他们更侧重

政治经济分析。

陶西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Ｔａｕｓｓｉｇ）的 《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被誉为政治经济学派实验民族志的典范

性著作，“跨越了人类学研究中解释传统和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③ 该书的 “目的是在当代南美种植

园工人和矿工的民间传说中引出恶魔的社会意义。恶魔是农民进入无产阶级各阶层时所经历的异化的一个极

其贴切的象征，我主要是根据这种经验来展开我的解释”。④ 生产实践的政治经济史和发明象征的历史编纂是

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分开的。在陶西格看来，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体现为一些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实践形式

和表征符号，而对于实践和象征的理解，都离不开整体的历史维度，“正如人民创造历史一样，它也是在一种

历史形成的想象中创造的，这种想象赋予缄默事物以人类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 《资本论》

关键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⑤ 在陶西格的民族志实践中，历史不仅是变迁和历时性的维度，而且蕴

含着关于历史实践的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这一反思的另一种表述，对象征秩序的反思是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⑥

纳什 （Ｊｕｎｅ Ｎａｓｈ）的民族志作品 《我们吃矿与矿吃我们》⑦ 也研究了 “帝欧”这一魔法的象征和实践意

义，认为：“‘帝欧’是一个与传统的 ‘无常者’相关的形象，它控制着人们的命运，并因此而残忍好杀。它

因而不是一个在文化间进行调解的动力机制，也不是一个诱引人们走进 （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之路的魔鬼”，

它在促成工人凝聚力的社会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⑧

在关于阶级的民族志实践中，所谓的 “工厂民族志”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解释的

结合。保罗·威斯利的 《学做工》是这方面的典范。该书描写了男性工人如何在学校中接受训练，以及学校

训练如何最终把他们改造成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从中可以看出，组织现代社会的非个人过程，必须被理解为

一种偶然的、并非逻辑上必然的方式出现的历史与文化产品；学校中的 “抵制”所表现的阶级关系再生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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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②　 詹姆斯·Ｃ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 ３、３７６页。

⑧　 乔治·Ｅ 马尔库斯、米开尔·Ｍ Ｊ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 １２７、１２９页。

⑤　 迈克尔·陶西格：《南美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马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 ５、２１６页。
陶西格关于政治经济学民族志所具有的历史实践取向，参见张佩国：《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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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政治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境，不知不觉中联系在一起。而 “各种阶级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从特定的对峙

中被创造出来的。它们在于其他群体、制度和趋势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得以产生”。① 阶级文化的再生产机

制是一个长期的整体历史过程。

标榜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也奉献了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

动过程的变迁》这样一部工厂民族志作品。他一方面通过车间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和分析，展现了工人阶

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同时，还走出车间，转而考察市场、职业协会、学校、家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

工会与企业之间的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模式。② 布若威没

有刻意地将文化的要素纳入研究研究视野，但工厂政治中的威压和同意的实践过程，未尝不包含人的情感

和认知。

以埃里克·沃尔夫 （Ｅｒｉｃ Ｗｏｌｆ）为代表的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了主要的学术
滋养，将历史的维度纳入整体视野中。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强调 “世界体系论”意义上的政治经

济分析，但并未忽视文化的意义。③ 有的评论者如此评价：“这一学派倾向于将自己与同时代文化人类学中发

生的精美的民族志解释学派隔离开来。这一传统退却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去，将文化降级为一个附属的结构，

把文化人类学者本身当成唯心论者加以抛弃。”埃里克·沃尔夫的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甚至 “全面地

忽视了文化”。④

埃里克·沃尔夫的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虽然没有正面研究阶级问题，但所批判的人文社会科

学学科专业化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领域界分，对阶级研究如何突破经济决定论的藩篱，却不无

裨益，其中心论题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

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 ‘民族’‘社会’和 ‘文化’

等概念只指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唯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它们被

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⑤ 这种 “变名为实”的知

识旨趣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埃里克·沃尔夫看来，人类学家虽然曾迷恋于 “原

始人的神话”，但并未将文化当作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的领域，“人类学家已经表明，文化形式———

作为事物、行为以及观念的 ‘决定性组织方式’———在支配人类互动方面扮演着醒目的角色。在将来，我们

要做的工作不是要否认这种角色，而是更确切地了解文化形式是如何调解各种特定人群之间的社会关

系的”。⑥

埃里克·沃尔夫在该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证了亲族制生产方式、贡赋制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他没有将生产方式限定在所谓的经济基础层面，而是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的维度。这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是息

息相关的。埃里克·沃尔夫没有将马克思看作一个 “经济决定论者”，他争辩道：“在几个意义上，马克思对

这种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最后几个主要人物之一，他们的雄心是建立一门整体的人类科学，希望借此

整合不同的专业知识。与人们对他的一般看法正好相反，他绝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相信同 ‘精神’相比起来，物质关系才是第一位的。……对马克思来说，生产本身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不

断变化的关系，包含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定要进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象征能力的必然转变。因

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也是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心理学的

概念。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关系的概念。”⑦

生产是个关系范畴，但不能简单化约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由此得到启发，阶级也是个关系范畴，但

不能化约为功能化的阶级关系，它最终只能通过人的具体的历史实践体现出来，而人的具体的实践，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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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６７、７７页。
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 １７６页。
参见张佩国：《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乔治·Ｅ 马尔库斯、米开尔·Ｍ Ｊ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 １２３页。

⑥⑦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７、２７、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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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象征的历史整体。

三、阶级文化的历史过程

社会史研究向来强调将阶级文化的形成视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对农民的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的阶

级文化的研究中，《奶酪与蛆虫》和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是两部经典之作。

微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在 《奶酪与蛆虫———一个 １６ 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一书中，首先提出研究农民文化，很难直接研究 “大众阶级生成的文化”，而应该研究 “加诸大众阶级头上

的文化”，磨坊主梅诺基奥的宇宙观和思维世界，能得以在该书中呈现，也是拜宗教裁判所审判记录所赐。因

此，研究农民文化这种被支配的大众文化，就必须要研究统治阶级的支配文化。金茨堡通过梅诺基奥的个案，

对支配文化和被支配文化的关系做了总结：“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

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像拉伯雷和布吕格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束了一个以隐秘却

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

对大众的灌输规训”。１６世纪下半叶，在物价革命驱动下社会加剧分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重新获取支配权
的努力，在欧洲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耶稣会士在乡村的传福音事工和新教教会以家庭为基础建立

的分支宗教组织，都可以被追溯到同一潮流。而在镇压的问题上，强化巫术审判力度，加紧对游民和吉普赛

人这类边缘群体的控制，也对应着该潮流。梅诺基奥的案子，应当被置于这种对大众文化进行镇压和抹杀的

背景之下，去审视打量”。① 农民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支配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模式，必

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审视。

实际上，农民文化中的很多元素，是统治阶级支配文化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

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

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

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

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

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

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② 当然，如上所述，农民的阶级文化，其文化逻辑也正是统治阶级支配文

化得以展开的过程。

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时，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

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统治’和 ‘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

权之前开始行使 ‘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先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

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 ‘领导’。”③ 葛兰西明确地将 “统治”和 “意识形态霸权”

（即领导权）作了区分，并强调了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取得政权和维系政权的重要意义，而意识形态还通过权

力关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现实意识，包括语言、常识与大众宗教，“从而也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

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它们被以 ‘民俗’的名目捆扎为一体”。④ 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

如何通过权力关系作用于大众的日常意识，葛兰西并没有系统地论述。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起决定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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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一个 １６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鲁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２６４ 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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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３８、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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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由种种特定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实际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

社会进程。”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则可能遮蔽了 “那一时期或社会中现实人们的那些相对复杂的、混合的、

不完整的或未得到清晰表述的思想意识”。① 威廉斯的论述实际上在肯定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大众意识

的观点基础上，又揭示了前者遮蔽后者的可能性。至于大众意识的主体性，在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中，则似乎

付之阙如。②

瑞典民族学家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合著的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就

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呈现了中产阶级在和其他阶级进行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阶级

文化的。他们的核心问题就是：“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我们关
注这种过程，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具体而言，就

是 “一个扩张中的阶层开始将自身生活方式和观念定义为 ‘瑞典文化’甚至 ‘人类本性’，同时伴随着它

企图殖民和改造其他社会群体文化的努力，这些社会群体被他们视作低等文化乃至无文化的代表。我们的

目的并不是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而是想用历史的眼光，探讨一种文化霸权可能被发展或被挑战的

方式”。③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在定义自身的过程中，挑战了占主导地位的上层贵族，又与农民阶

层产生了文化冲突。中产阶级形塑自身文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在公共生活和文化传播中对工人阶级的贬

低而进行的，诸如有关工人阶层生活的讽刺画、学校教科书、卡通、儿童回忆录、社会改革计划、公共讨

论等等，“所有这些都共同造就了一种印象———工人阶层是不同于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自由散漫、不守

规矩、贪图享乐、毫无责任心、不理性、大声喧哗、粗野下流、马虎大意、肮脏、肉欲横流。这些负面素

质是中产阶级定义自身正面素质的象征性倒置”。④ 这一研究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主体研究对象，所呈现的所

谓反抗，主要是指中产阶级对上层贵族的反抗，当然还有合作；但是，在研究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

阶级的相互关系时，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更多地是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比较的

背景，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如何对中产阶级进行反抗的，则无从呈现，这似乎是一种 “底层”或

“庶民”的缺位。

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则发展出一种主体论的整体史观，汤普

森强调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 ‘结构’，更不是一个 ‘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

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 （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⑤ 他实际上是将阶级看作一种历史实践意

义上的关系，这种 “关系”主要是由人的经历所构成，而 “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

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形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

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⑥ 如果孤立地理解这句话，似乎汤普森将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做了

僵硬的二元划分，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是通过人的经历打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畛域，说 “阶级既形成

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⑦。但我们切不可将这句话理解为阶级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形式和文化形式。

那些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不仅是文化的表征符号，也内在地蕴含在生产和日常生活

实践中。

文化不是外在于经济或劳动过程的，在 《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文中，汤普森没有将工业

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 “规训”和乡村生存伦理看作完全对立的文化类型，而是将资本家和无产化小农的生产

生活实践充分地展现出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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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１６ １１７页。
参见张佩国：《民间意识形态的象征支配———迈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解释》，《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５页。
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 ２１８页。

⑥⑦　 Ｅ Ｐ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前言，第 １、２、６页。
Ｅ Ｐ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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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卫斯理教派教义传播的研究中，汤普森认为，卫斯理教派通过宣传自己的教义，不仅传播了如马克

斯·韦伯所说的宗教伦理，也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由此，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形式，不是表现为僵

硬的、功能化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只能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真实交互行动和生命历程中。这是一种把个人

的有限生命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具体的整体史观，① 这与卢卡奇所说的 “具体的整体”有相近之处。

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从而在整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文化形

成的历史过程。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马克思为了便于对社会历史整体的解释而提出的

认识论范畴，在本体论意义上，只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有意义。汤普森阶级文化理论的贡献，就是呈

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互为融合的整体史意义，具体到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

将生产方式、政治国家、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等社会各个层次的矛盾进行传导，从而推进社会历史发展。这

在某种意义上，比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更彻底。②

无独有偶，与汤普森同时期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劳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特别注重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

形成过程。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林·亨特批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其 “主要问题不在于某些具体细节，

而在于它不能进行有效的辨别。它不能解释地区反应的不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革命为什么不能在 １７９１
年当资本家和商业人士已经获得了最大收益时结束”。③ 亨特由此提出阶级文化中价值观的地方史意义，也就

是在家庭网络、组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中研究新政治阶级的形成。而劳工史研究由精英主义的组织运动

史转向劳工日常生活史之后，比较注重考察工业化过程和阶级的形成是怎样反映在家庭纽带和友谊等人际关

系之中和社会意识之中的。④ 劳工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脉络中的，新文化史尽管不属于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但是还是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关于文化整体观的

影响。

四、在中国发现 “阶级”

在被称为新中国建国初史学界 “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史学家们虽然也宣称其历史观是

唯物史观，但是将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普遍拔高，甚至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被王学典归

结为一种 “伦理史观”。王学典及其合作者认为：“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代替经济必然性的表现，以上层建筑领

域的阶级政治斗争理论代替唯物史观的基础结构、核心结构地位理论，以阶级斗争之意志和心理代替经济决

定之社会规律，恰恰是把唯物史观变成了唯心史观。而这种唯心史观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学中的表现，就是

伦理史观。”⑤

王学典的这一史学史研究，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民战争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问题，由此说中国近现代

革命史学中有关阶级问题的研究属于伦理史观，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否由此断言，有关阶级问题的历史研究

完全以阶级斗争意志和心理代替经济决定论，可能还需要再讨论。臧知非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史

进行回顾时，就发现农民战争史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社会经

济关系内部，从物质生产及其条件变迁的层面探寻历史变迁原因……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考察农民战争的历史

作用，而且促进了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⑥

不仅如此，臧知非还强调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史意义，“无论是就农民战争史研究总体而言，还是就某一个

体研究者而言，都构成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面研究，做的就是封建社会整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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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罗伯特·Ｃ 尤林：《理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何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９９页。
参阅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Ｐ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８
８９页。
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０４页。
参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７７页。
王学典、牛方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９页。
臧知非：《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０９页。



从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的转向

研究，探索封建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如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以及史学理论等等，都

因此而深化，在方法论上更有着整体史观的意义”。① 这也提醒我们，学术史研究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

来理解和梳理，既要看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片面经济决定论倾向甚至伦理史观这样的反唯物史观倾向，也应

当看到其整体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影响深远的 “地主制经济论”和 “乡族经济论”，应该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学中有关阶级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概念。作为 “地主制经济论”的代表学者，李文治对地主制经济如此

概括：“地主制经济指整个地主经济体制，即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所有制及各类官公田地在内的土地

关系整体，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② 在李文治的解释体系中，地主制经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适

应着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地权分配变化、宗法等级关系松解、农民战争冲击和国家政策调整，其主导

作用始终不曾改变。由于只关注经济制度这一单一维度，“地主制经济”理论无法讨论统治秩序的正当性问

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将其归结为所谓的 “封建剥削与压迫”。③

景苏、罗仑在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时，总结道：“地主阶级还有权干涉地方事务，他们经常

是赈灾、修城、造桥、铺路、修庙宇、盖祠堂等事务的 ‘领袖’人，他们是族间、村间一切纠纷的调解人。

他们的发言常常带有法律的作用……因此在经营地主土地上从事直接生产的依靠出卖劳力为其一部或全部生

活来源的各个农民阶层，为了谋得生活出路，不得不威慑于地主阶级的这种权力之下，地主阶级要求他们惟

命是从。”④ 景苏、罗仑最后将其归结为地主经济的封建性残余。

对于这样的封建性残余，傅衣凌在地主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 “乡族经济”概念。他从传统中国义

田、义仓、族田、学田、公堂、义渡、义集、义井等一系列所谓的经济活动中，发现了 “封建政权”之外的

族权、神权、夫权等另一套统治农民的权力，或以祠堂，或以神庙，或以某种会社为中心联结为一种特殊的

社会力量，此即所谓的 “乡族经济”。⑤ “乡族经济”概念将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整套

社会组织体系，诚如吴承明的评价：“他不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套，视野开阔，注意流通；又同时研究

社会的变迁和文化思想的变迁乃至从民间习俗上来论证”。⑥ 这不仅是吴承明所归纳的 “整体观”方法，而且

是对生产方式的历史本体论解释。⑦

这一历史观被美国学者李丹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ｉｔｔｌｅ）总结为关于农民起义的 “阶级斗争模型”，这一模型 “试图

在客观的物质因素与政治行为模式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联系：经济系统产生一组各个阶级 （地主、官员、农

民）的客观利益，而且，阶级内的成员能够认识到其物质利益并相应地采取行动”。⑧ 李丹在综述了海外相关

学者对中国农民 “叛乱”的研究后，指出宗教信仰、村际冲突、垂直的社会组织 （宗族、帮会）等非阶级因

素非常重要，农民的所谓 “阶级觉悟”反倒十分薄弱，因此，“阶级斗争模型”将革命政治学过于简单化了。

在海外学者对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阶级政治和阶级文化也被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社会史脉络中

进行考察。裴宜理在有关上海工人罢工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

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

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因此，在方法论上，裴宜理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 （以

其工作经历为中介）与抗议行动联系起来，试图将 “新工人史”的有关方面 （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和劳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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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知非：《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 ３１１页。
李文治：《把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考察某些历史问题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 ２期。
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７页。
景苏、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 １６２页。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７９页。
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在 “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商学院

学报》１９９８年第 ２期。
参见张佩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范式问题再反思》，《学术月刊》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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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对罢工的常规看法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① 韩起澜在对上海纺织女工的研究中，更注重女

工参加劳工运动的 “前史”，比如工作的性质，工厂里的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女工在成为城市工

业无产阶级过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她发现，“通过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俗和方言体现的地方主义是工人间

最重要的分歧和对立的基础”。② 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也特别注意通过这种地方主义传统建

立等级忠诚关系，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

这些研究注重日常生活和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反思 “伦理史观”的抽象 “阶级斗争模型”非常

有启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者也相对忽视了阶级产生的经济动因。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唯物

史观对于在中国发现 “阶级”的意义。

五、唯物史观的整体史意义

唯物史观是这样一种社会本体论，是给出关于社会存在 （例如人和制度）的基本实体和结构，以及社会

交往和社会交换的基本本质的系统性说明。而生产方式已经蕴含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生产方

式就成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动力学基础，因此，生产方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③

一种社会形态，也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生产方式，按照萨米尔·阿明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的观点，社会形
态是包括若干生产方式的有组织综合体，其标志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周围联结着从属于它的错

综复杂的一组生产方式。④ 也就是说，生产方式虽然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但是单一的生产方式无法构成一种

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不仅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也是长时段的动态的历史实践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历史

动力学机制。

具体到生产方式，过去接受斯大林的教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

的辩证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等同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理解不是等于把生产方式仅仅赋予经济层面的意义了吗？实际上不是这

样的，生产方式是整体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从来没讲过！东方社会

的生产方式，共同体的权力实际上是皇权，或者颠倒的世界观通过宗教形式赋予皇权以正当性，大概类似于

韦伯的 “正当性”，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所以生产方式是包涵意识形态的，就是一个整体。

其实，马歇尔·萨林斯在 《文化与实践理性》那本书中讲得很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对 “前资本主义”是

没有直接适用性的，因为前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政治经济等结构的分化，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分化。资本主义出

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实际上也可以置换成布迪厄的 “场域”，所谓 “艺术场域”“新闻场域”“教育

场域”等等，这种结构式的分化，用韦伯的话说就是 “理性化”。前资本主义没有这种结构分化，但并不是

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释力，它在文明或文化比较上用是有意义的，但直接用可能就有问题。

以往的 “阶级斗争史观”，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

式理论的整体史意义，甚至如王学典所言，是走向了唯心史观的 “伦理史观”。阿里夫·德里克在研究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时，就认为 “阶级斗争史观”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

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刻板的系统，而是作为一个彼此关系及其与整体关系均未决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构造进行

处理，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最有效力的。否认这些关系的未决性，而辩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

了特定的生产 （阶级）关系并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套普世的社会发展

形式，这不啻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身及其有效性，使其简化为一种无用的初级的历史方法”。⑤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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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的转向

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即他对历史理论的贡献不是发现了阶级，而是将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 德里克进而揭示出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整体史意义，“当阶级关系参与社会诸多方面

的塑造时，这些阶级关系本身也受到它们所存在的社会总体结构的制约……将阶级置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

并不是要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否认其存在或重要性，而是要认识它的复杂性”。② 这也启发我们，今天反思阶级

理论，不是否认阶级的存在，而是要用唯物史观对阶级进行整体的历史分析。

关于 “阶级斗争史”问题的讨论中，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之要义，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整体史意义，有利

于破除以往社会历史 “再整体化”的教条。由此使中国历史研究，面对历史本体，重新阐释 “社会形态”的

整体史意涵。唯物史观完全可以由此走出 “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历史，做出更有文明互鉴意义

的话语解释，形成带有 “常规科学”意义的典范研究成果，从而在科学史上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

效应。③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种历史社会科学，而唯物史观，正是一种 “历史的唯物主义”，是

一种整体的历史社会科学。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早已摆脱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式的知识论，

走向了具有更多普适意义的历史动力学解释。阶级理论从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的转向，则为唯物史观在历史

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整体史的方法论范例。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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